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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学文化将整个宇宙看作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大生命，以道的“生化原理”来认识世界，认为宇宙是由道“生成”的，并处于不停的“变化”之中。道学是一种“生道合一”的学说，将爱护天下众生放在首位，认为“生命”本身就是道的体现，并将“养生”视作“修道”。因此，在道学中汇集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防病治病、养生益寿的医疗方术。实际上，中华民族的医药学就是由方仙道的巫史医学、早期道教的方士医学逐渐演化而来的。这就是说，原初的道教医药学是中国医药学的母体，中医药学的基本理论也是阴阳五行学说、天人感应原理等取象比类的道家术数学，因此我们可以论定中医药学理论应属于道学文化的范畴。盖道学原为“身国同构”之学，视医身与医国其道由一，因之中医药学本身就是道学。至于中国养生学属于道学的范畴，更是不言自明的。

　　中医药学之名，本是比照西医药学而来，上个世纪中国传统医药学在西方医药学的冲击下几无生存之地而日见式微。在现代社会，探讨中医药学的发展前景，创新中医药学文化，对于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和民族凝聚力，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我们要揭示中国医药学的文化底蕴，首先须考察中国传统医药养生学的本来面貌。考中华民族之道学文化，本肇始于纪元前七千年伏羲、神农、黄帝时期的母系原始公社文化，中医药学也是由神农首先发明，至黄帝时代发扬光大的。道学文化是全世界唯一保存下来的三皇时代母系氏族共产公社文化，中医药养生学也是全世界唯一保存下来最古老的氏族公社时代的医药养生学。由于三皇时代是中国氏族公社政体的共产社会，道学文化发轫奠基并日趋繁荣，中医药养生学也首先是一种文化医学，它是彻头彻尾属于道家思想体系的医药养生学。人们可以从《神农本草经》和《黄帝内经》等古医书中捕捉到中医药养生学传自远古的信息，并从中揭示它们的本来面貌及其文化底蕴。《帝王世纪》有神农尝百草开创医药学的记载。而今学术界考据古书，多头脑僵硬拘于文字之辈，缺少能与古人思想交通及对话之学养，所作出的定论多不可信。《黄帝内经》虽成书于战国百家言黄帝时，但其思想资料渊源甚古，盖同老子《道德经》属同一文化体系，为母系氏族原始公社时期之文化遗存殆无疑义。据《黄帝内经》，我们不难恢复中国传统医药养生学的真实面目。中国道学的人体观是将人看作形、气、神三个层次的动态自组织系统，以精为基础，气为动力，神为主宰。道家的医药养生学，大致分健身术、医疗术、养生术三类方术，都是在形、气、神三个层次上用功夫。凡导引、按摩、武术、膳食、养形、禁忌等，多为形体层次上的健身术，但也用以对治多种疾病，如马王堆出土《导引图》上就有“引聋”、“引膝痛”等字样。凡针灸、砭石、汤药、祝由、祭祀、醴酒、毒熨、割皮解肌、湔浣肠胃、炼精易形、服饵、食疗等，皆属医疗术之范围，兼及形、气、神三个层次，用以攻治疾病。另有辟谷、行气、存思、守一、服气、胎息、美容、睡功、房中及四时饮食起居摄生之法，属养生学范围，为炼养精气神的方术。中国古代之医药养生学，本健身术、医疗术、养生术并重，三者融为一体，并不像现代按西方文化观念分为三橛。古代食医、疾医、疡医、兽医并重，治疾时亦刀、针、砭、刺、蒸、灸、熨、洗诸法齐用，不专主于汤液一途。中医学自古内科、外科、妇科、小儿科、五官科、骨科、皮肤科、神经科俱全，道学文献《化书》、《关尹子》中甚至有人体器官移植、人工制造生命器官的思想，扁鹊、仓公、华佗就有施行大型外科手术的记载。中医用药广取自然界天然物品，又最早以炼丹术制造化学药品。古代中国医家论病施治的学问，大略也分验方、推理、调神三个层次。“验方”属中医学的经验层次，行医者必须有足够的经验积累，故俗有“医不三世，不服其药”的说法，马王堆出土《五十二病方》、葛洪《肘后备急方》等就是这种验方的经验积累。有经验的中医师正骨接肢，其巧如神，决非西医可望其项背。“推理”属中医学的理论层次，医家必对中医四诊八纲、五运六气、辩证施治的理论熟烂于胸，且有相当的道家文化学养，才能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调神”是中医学的道学境界，医家经多年医疗经验积累和理论探索，已悟出中医药学的精髓，能引医入道，直接同患者及其周围环境心灵沟通，便可以调神疗病。《内经·灵枢》每言“得神者生，失神者死”，中医治病，贵在用神，医家施治于外，患者神应于中，以天地正气却患者之邪气，能随精神升降往来，用药用针，手到病除。古医家源于巫史，并无现代体制的中医教育系统，但能通过修道正心诚意，从而神与道合，随手用药，巧夺天工，《史记·扁鹊列传》就有这种神医施治的病例。得道之人，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形与神俱，精神内守，故可以不病。偶得疾病者，邪亦不能深入，仅用移精变气，祭祀祝由等调神之法，即可治愈。顺此而下，病渐入里，则用“按摩导引”、“灸蒸毒熨”，乃至“砭石针刺”，非不得已才服用“汤液醪醴”等药剂，及施行外科手术。其药品也多为植物、动物、矿物等天然药，绝少化学丹药。中医特别重视防止误诊、误治及药物的副作用，重视调动患者的自愈能力。《汉志·方技略》云：“有病不治，常得中医”。钱大昭《汉书辩疑》云：“今吴人犹云不服药为中医”。由此可知，中医每将非药物自然疗法放在首位，并强调“消末起之患，治未病之疾”。《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云：“黄帝曰：余闻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寿敝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这说明，中国医药养生学也直通仙道，古有“十道九医”之说，医术亦是道术，《上古天真论》被视为内丹家的经典著作，这一段话可抵一部丹经，中医药养生学在道学文化中的地位由此可见。

　　西方医药学和道学生成论的文化底蕴不同，它是以还原论思想为根基的，它在学科分类上先将健身术、养生学排除出去，仅以治疗疾病为医学范畴，且又分为脑科、心血管科、消化科、眼科、耳科等过细的学科。其诊断方法，先将人体分不同器官解剖之，观察之；检查化验出不同细菌，再分别以不同化学药品杀灭之。凡治疗有效的天然药物，必分析出其有效成份，再以化学方法人工合成之，服用之。甚而以现代医学对人体器官、细胞乃至人类基因进行人工改变，由此发展成克隆人的技术。然而，学科分类过细，会丧失医学的整体观。器官被解剖离开人体，则不具有人体器官的整体功能。现代医学既然无法克隆人的心灵，也就不能真正克隆人，克隆的其他动物也会退化，因为这些都违反道学自然界生态平衡的思想。用化学药品杀灭细菌和病毒，也会增加细菌和病毒的抗药性，乃至出现新的菌种。人工合成的化学药物包括营养品，不但难以被人体吸收和分解，且大多含有危害人体的副作用。在去年抗击“非典”（SARS)的战役中，西方医药学发挥了主导作用，其优缺点也暴露无遗。西医以注射激素的方法调动人体免疫力，同时采用呼吸机、气管切开手术解除危重病人窒息的危险，并化验出“冠状病毒”且检测出其基因编码。然而还没等研制出有效杀灭冠状病毒的药物，这种病毒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就变异出新的毒种。相比之下，中国传统医药学则是一种集健身、医药、养生为一体的学说，其特点是健身养生为主，防病治病为辅；预防为主，治疗为辅；自我疗养为主，请医用药为辅；社会心理疗法为主，手术治疗为辅；非药物治疗为主，药物治疗为辅。要之，中国医药学是一种文化医学、社会医学、心身医药，是自然生态医学，是自我康复医学，是有机整体医学，是周天全息医学。在中医药学看来，导致“非典”的冠状病毒也是一种生命体，中医药学的治疗原则是寻找一种药物配方来改变人体的内环境，从而克制此类病毒使之不危害人类生命，而不是尽数杀灭它们。这样，中医药学是人类和病毒“双赢”的医药学。中药是全部来自自然界的天然物品，和宇宙周天全息对应，而且宇宙间万物又都符合“一物降一物”的五行生克制化的道学规律。因之，原则上人类每出现一种新的疾病或病毒，自然界中必有一种药方或生态环境能克制它。同样接触“非典”病毒，有人病轻，有人病重，有人根本不感染，这都证明中医药学理论的合理性。清代医学家叶天士单独以中医药学治疗瘟病的理论和实践，也为中医药学克制病毒感染提供了范例。中医理论以“风为百病之长”，繁体风字内涵“虫”字，就隐含了细菌和病毒的致病因素。近百年来，中医药学被“中医科学化”的刀斧肢解和阉割的残缺不全，已认不出其本来面目，现仅作为西医的附庸苟延残喘。在去年全民抗击“非典”的战役中，中医初露生机，广东省总结出中西医结合的治疗经验，连多年西医化的香港也重新发现中医，这是个好兆头。21世纪的人类由于受西方工业社会造成的生态破坏之苦必然不断发生新的疫情，抢救和复兴中医药学可以为中华民族留下一种强身保种的医学文化。如果由此为中医药学走向世界铺平道路，使中华文明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把坏事变为好事，我们就能转祸为福了。

道学是双赢的文化，它的生态智慧不提倡将细菌全部杀灭，而是重在激发人体自身的抗病能力和自愈能力，与细菌共存而互不伤害，注意协调人和环境的关系，促进人的心身健康。现代人的疾病大多与饮食、生活习惯、生态、环境、心理等因素有关，由心理紧张和贪吃纵欲造成疾病而服用化学药品，结果化学药品又导致新的疾病使人心情沮丧加重病情。这样以西医反复用药治病的死亡率，反而高于有病不治自然痊愈的死亡率。某些恶性肿瘤患者采用西医开刀、放射化疗，再开刀再放射化疗的治疗程序，反而不如中医采用中草药、导引、行气等疗法的存活时间和生存质量。我相信人类有一天会认清化学药品的危害性，会像现在限制化学农药那样限制使用化学药品，至少对老年人和幼童要限制使用化学药品。何况西医的医疗费用恶性膨胀，也是我们13亿人口的中国无法承受的。20世纪80年代，美国医疗费用占国民经济总产值（GNP）的1.2%，1990年占GNP的11.5%，1993年占14%，按此速度增长，预计2010年将高达GNP的28%。经济学家估算如果一个国家的医疗费用达到GNP的25%，便意味着整个社会医疗体制的崩溃，因此美国近十年来大力引进我国的气功健身术、养生术和各种自然疗法，并由医生作为处方指导病人的康复。我国由于医疗制度不健全，有的医生为捞利给患者治感冒竟开数千元的药品，各种仪器检查不厌其烦，现在不少人每年的医疗费用远远超过自己的工资总额。我国的国民经济总产值比美国低得多，人口比美国多得多，却追随西方科学主义肢解中医否定气功健身和传统养生学，岂非咄咄怪事！最近获悉，美国用气功、针灸、推拿、导引、中药、心理治疗等“替代医学”疗法的消费总额已超过西医的消费总额，神经免疫学、心身医学等新兴学科也迅猛发展，这都昭示了21世纪世界医学发展的方向。

现在中国医药养生学的原貌，依稀存在于道教医药养生学之中，我们要从道学文化中将原汁原味的中国医药养生学开发出来。新文化运动的巨大创造力往往蕴藏在它起始的源头之中，而孕育人类文化的母体就是氏族公社时期遗存的道学文化。真正的文化复兴和启蒙运动，如同欧洲16世纪的文化复兴那样，都要到历史深处的母体中汲取力量。世界新文化的复兴在于新道学的创建，世界新的自然生态医学的创建却在于中国传统医药养生学的复兴。我们要将新道学文化传播到整个人类，必须首先将道学文化的中国医药养生学推向全世界。中国传统医药学既然是世界上唯一遗存下来的最古老的自然生态医药学，因而是世界各类医学发轫的初始形态的原点医药学。西方医药学在21世纪复兴的方向，不是取代中国传统医药学，而是应该向这种人类原初形态的中国医药学复归，是西医中医化。因之我认为，用中国传统医药学的自然生态医学思想重构西方医药学，在中医生态理论的指导下促进中西医结合，这才是21世纪人类新的自然生态医学发展的方向。
